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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荊公新學研究述評

⊙ 熊 凱

 

一

自近代梁啟超以戊戌變法親身參與者的身份，會通中西、以歷史的研究方法來詮釋王安石變

法及荊公新學以來，已經有不少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不同的評價尺度出發，來展開相關

探討。如賀麟從心性論、鄧廣銘從宋學的角度來研究王安石新學，都在學術界產生了相當的

反響。就現實層面而言，兩方面的因素促進了這種研究的深入：荊公新學學術思想的建構，

順應了儒學復興運動的思潮，對於我們當代進行傳統與現代性的學術探討，具有重要的價

值；王安石的變法運動對於我們面向現代改革開放，存在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對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及其思想研究，經歷了清末、民國和建國之後三十

年、改革開放等幾個時期。清末學者開始運用西方的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加以探討王安石及

其思想，其開拓者是梁啟超；民國時期這一研究逐步受到重視；50至70年代，學術受政治因

素幹擾，大陸學者高度評價王安石，充分肯定其變法的歷史作用；改革開放以後，研究步入

正軌，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有進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九百多年來，有關評議和研究王安石及其思想的論著可謂是汗牛充棟。僅以近十多年來為

例，據不完全統計，研究評議王安石的傳記、文學、變法史實的專著達數十餘種，發表論文

數百篇。不過，這一時期對於荊公新學或王安石哲學思想的研究專著卻不是很多。雖然各種

哲學史教科書或著作對王安石哲學思想都列有王安石專論，但多是一般性介紹，十多年來大

陸出版的王安石純學理性的思想研究專著大約只有《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王安石哲學

思想初論》、《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學思想》三部。以王安石學術作博士論文的，可以以

楊倩描《王安石<易>學研究》、馮小林《儒學的變古──王安石「荊公新學」的教育哲學研

究》和李祥俊的《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楊天保《王安石學術史研究》為代表。台灣發現

四部，分別是台灣大學中文系、文學系、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國文研究所、台灣東吳大學

國文研究所的學生，其中思想研究兩部，分別是夏長樸的《王安石的經世思想》和蔣義斌的

《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 王安石之融通

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

二

研究荊公新學，首先就涉及到新學的淵源，學術界在這方面的探討一直比較多。關於荊公新

學的淵源， 賀麟曾說：「王安石的哲學思想，以得自孟子、揚雄為最多，而與陸王的思想最

為接近。」1在思想上第一次將王安石與陸王心學相提並論。



不過大多數學者還是依據王安石所說的「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

《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

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也，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2，從相容並蓄儒釋道、百家諸子來探

討荊公新學的思想淵源。如鄧廣銘認為新學「不論所謂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以

及援諸子百家以入儒，在王安石，當然就是想用釋、老、法以及諸子百家的學說中之可以吸

取、值得吸取者，儘量吸取來以充實和弘揚儒家的學說和義理」3。王書華在《荊公新學的學

術淵源》一文也肯定荊公新學以儒為宗、相容擇取百家的特質，並將《老子》對荊公新學的

影響作了詳細闡述，認為王安石的最高哲學範疇道，顯然是源自《老子》。王安石不僅引道

家思想以釋儒，而且還援儒家學說以釋老。王書華進而認為王安石《老子注》引用《周易‧

說卦》中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來解釋《老子》的「無為」學說，又用《老子》有無相生

的思想，來解釋「無為」與「有為」的關係，這一新發揮使老子的「無為」學說，不僅通於

儒家之心性義理，而且通於儒家之禮樂刑政 4，確可謂明見。

張巨岩認為，李覯與王安石同為疾呼和主導變革的思想家和實踐者，他們的思想有很多共同

之處，實際上，李覯對王安石是有某種影響的。且從王安石《答王景山書》書稱「李伯、曾

子固豪士，某與納也。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

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肯定王李是有過交往的，王安石稱李覯為豪士，表明是佩服他

的。並據《盯江舊志》：「曾舍人鞏，鄧溫伯，皆(李覯)之高弟。」來說明李覯王安石思想

間接直接的關聯 5。這種觀點實際上最早為胡適在《記李覯的學說》所提倡6，但是學術界至

今沒有定論。

就荊公新學的特質而言，大多數學者從注重義理闡發、強調通經致用、融和佛道、諸子等方

面來展開論述。鄧廣銘認為荊公新學熔儒釋道於一爐，偏重義理之學，以求通經致用，是荊

公新學一以貫之的特質。荊公新學徹底反對章句訓詁之學，《淮南雜說》、《三經新義》都

以闡明經義道德，窺性命之端著稱，甚至於《字說》也透過字畫的奇耦橫直來探討天地陰陽

造化之理，與《周易》相表裏徵7。應該說較為全面的把握了荊公新學的特質。

范立舟、徐志剛在《論荊公新學的思想特質、歷史地位及其與理學之關係》中認為荊公新學

以接續孔孟之道為己任，以內聖外王為基本框架，按照道德性命之義理為主旨而展開，內聖

外王並重，是荊公新學的鮮明特徵。不過，該文認為荊公易學思想是荊公新學的核心和中心

線索，《易解》是王安石學術思想基本形成的標誌，是荊公新學的發端之作，《易象論》、

《大人論》、《易泛論》、《九卦論》、《卦名解》、《河圖洛書義》等，是構成荊公新學

主幹之著作，對性命之理的關注則又為荊公易學之核心8，這種觀點，耿亮之早在《王安石易

學與其新學及洛學》裏面已經提出9，不過，宋儒哲學雖然大多本於《周易》《洪範》，如太

極、陰陽、五行等，但卻不能因此過分推崇《易》，斷定荊公易學思想是荊公新學的核心，

這顯然失之偏頗，未能準確把握住荊公新學以闡發道德性命、強調經世致用的思想特質。

蔣義斌在《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

一書中從三教關係的角度，認為荊公新學為主張融通儒釋的三教調和論者，是廣義上的「雜

家」。以雜家言荊公新學，明黃宗羲在《宋元學案》的《荊公新學略敘錄》就如此主張，但

是蔣義斌強調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這種路向上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決定

了南宋時期荊公新學與程朱理學的走向10，則為該文值得注意處。



荊公新學的形成、演變也是學術界比較關注的話題。就荊公新學的形成發展看，大體可以分

為兩階段論。如蕭永明從總體上大致把荊公新學發展劃分為早期與後期兩個理論特點非常鮮

明的階段。作為是北宋中期興起的儒學學派。早期新學圍繞重振儒學綱常、挽救價值失落的

主題，重視對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後期新學的理論重心則在於為現實社會的改革提供思想

指導與理論依據11。

相較而言，王書華雖然同樣認為荊公新學可以分為創立、發展兩個階段，但是要細緻精確一

些。王書華以嘉祐(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年間為創立時期，其主要標誌是

《上皇帝萬言書》、《淮南雜說》、《洪範傳》、《易解》等著作的刊行；自熙寧二年(1069

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到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為止，是荊公新學的發展期。這一時

期，荊公新學的發展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自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

到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這一階段的標誌為《三經新義》的頒行及官學地位

的確立；第二階段為自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到元祐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

其標誌為《字說》的頒行和新學後學的逐漸成熟12。

羅家祥對荊公新學的形成、演變也作了探討。宋仁宗時期，王安石的《淮南雜說》、《上仁

宗皇帝言事書》表明王安石基本上完成了對新學體系的構建，宋神宗登基之後新學開始形成

較大規模的學術流派。宋哲宗「親政」之後直到宋徽宗統治末年，無論政局有何種演變反

覆，政治上的朋黨傾軋有多麼激烈和殘酷，也無論最高統治集團對新學有著何種程度的理解

和認識，總的來看，新學仍在形式上被重新奉為正統意識形態，且因為宋廷內部各派政治鬥

爭的需要而一步步淪為了朋黨傾軋的政治工具13。

就荊公新學的演變而言，李華瑞從新學與理學的消長的角度對新學在南宋時期演變展開的探

討，可謂詳盡精闢。李華瑞認為南宋建立以後，荊公新學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就新學傳承而

言，新學在南宋已構不成一個主流學派，在大多數場合下，新學成為政客們打擊政敵的一種

工具和士林考取功名的階梯而已。但作為一種學術流派，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後才真正

走向式微，官方把王安石的政事不盡等同於學術的觀念一直持續到甯宗嘉定年間，而被徹底

否定，則要到宋理宗淳祐以後。乾道、淳熙時期，朱熹、張拭等人對理學各家的一集大成，

理學最終取代新學並取得定於一尊官學地位14。

對荊公經學、易學的研究，是學術界研究是近年來研究荊公新學的比較集中的部分。李祥俊

的《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可以算是近年來研究荊公新學較為系統的專著，荊公經學思想是

該書的研究重點和核心部分，另外還探討了王安石儒學思想、關於子學、佛學、道教的論

述。該書在介紹、說明王安石對經書、經學的總體理解和以《三經新義》為代表的新經學

後，分別探討、說明王安石經學注解中的宇宙論、人生哲學、君道思想、君臣民關係論、治

國之道和經學經世思想。王安石的儒學思想側重點在人生哲學、在人性論上，該文將其儒家

思想與道家、佛教以及先秦諸子中的楊朱、墨翟等的觀點結合起來，就群已關係、人生準

則、理想人格等問題作了探究15。總體而言，《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在荊公經學的研究上

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對荊公新學的哲學構建、邏輯辨析是其比較薄弱的地方，另外體例安

排過於求全，略顯雜亂。

在荊公易學的研究方面，金生楊在廣泛搜索有關文獻的基礎上，獲得了四萬五千字左右、多

達262條涉及到除《噬磕》、《大過》、《未濟》以及《序卦》之外的《周易》經文、傳文，

在荊公《易解》文本方面掌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在此基礎上，結合有關的評論資



料，對《易解》的寫作、流傳、影響及其主要內容、思想特色作了比較詳盡的考察16。金生

楊認為荊公易學多以孟子的思想來解《易》，這與王安石喜好《孟子》是一致的，因此《易

解》佚文可以加深有關王安石與孟子的關係的研究。而用孟子的思想解(易》在易學史上是一

個新的現象，它直接深化了易學中的義理的成分，成為由王弼以老莊解《易》到程頤以

《易》闡發理學的中間橋樑17。楊倩描探討了《易象論解》的理論價值，他認為《易象論

解》是王安石模仿《序卦傳》形式所作的另類「新《序卦傳》」。在《易象論解》中，王安

石發掘《周易》的《大象》傳文的內在邏輯聯繫，按六十四卦的編排順序，詮釋六十四卦卦

時相因及相反的關係。不僅從新的角度論證了六十四卦編排順序的合理性，並且完成了自己

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的基本表述，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由此彌補了《序

卦傳》過於簡單的缺陷，豐富了《易傳》系統的內容18。

在荊公道德性命思想方面，蕭永明認為，在回應佛道之學的挑戰、復興儒學方面，王安石提

出了其道本體論，力圖由天及人，從「道」本體出發對儒家的綱常名教做出論證。但是其本

體論建構的特點是以人法天而非天人合一，存在著天人二本的缺陷。相對於北宋儒學復興運

動中本體論建構的目標而言，王安石的本體論建構是不成功的19。楊柱才認為，道德性命在

王安石是一整體觀念。從這一觀念出發，王安石不僅對性情關係、性命關係作了理論闡述，

並且強調人由「習」和「養」轉向善，以實現正性和人為之命。王安石的性命學說對於宋前

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及走向無疑有其積極意義和深遠影響20。

在荊公道統思想方面，李祥俊認為王安石有一個古代聖王伏羲、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一以貫之之道，道在經書之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就是要透過經書去把握古代聖王之

道。王安石自己看作繼孔孟之後古代聖王之道的繼承者，《三經新義》的新經學，顯示其在

使古先聖王之政重現於當時的北宋王朝、實現道統傳承的努力21。

新學與宋學特別是新學與理學、蜀學的關係是目前學術界探討的較熱門話題。其中以荊公新

學與道學發生論等方面，探討的較為充分，成果也最多。侯外廬較早在其主編的《中國思想

通史》中認為，宋代道學家所侈談的道德性命之學，在王安石學術思想裏是別樹一幟的，王

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義理之學興，傳注之學廢，宋學代替了漢學。他認為，宋明理學應該於

王安石新學尋源22。鄧廣銘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強調荊公新學在當時由義

理之學向性理之學的轉變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在宋學建立的過程中有突出的貢獻，但不能因

此把王安石稱為理學這一儒家學派的創始人，理學家創建者「只能歸之於程穎、程頤、張載

三人」，理學家們「與王安石之對於內聖外王同時並重，是大異其趣的」23。 應該說，侯外

廬、鄧廣銘兩位的觀點和論證至今在許多方面仍具有代表性。

與這種觀點相類似，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從理學與新學的激烈抗爭的角度探討

了荊公新學與道學淵源問題的關聯。從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角度，余英時把朱熹的歷史世界劃

分為三個階段：仁宗時期（建立）、熙寧變法時期（定型）、朱熹時代（轉型），其中朱熹

時代又成為後王安石時代。余英時認為王安石是宋代由內聖轉向外王的關鍵人物，強調內聖

外王的合一，是王安石的突出貢獻，二程道學的建立，是在與新學的激烈抗爭過程當中形成

的，關於道學的淵源問題，不能僅僅從傳統的道統譜系當中來獲得24。這種分析從全新視

角、宏觀敘述去看荊公新學，是近年來研究荊公新學的一大亮點。不過余英時對荊公新學在

宋學由內聖轉向外王的學理層面的具體分析並不深入，論證上缺乏厚度，甚至存在語焉不詳

之處。



楊柱才認為宋代新儒學在諸多領域實現了對傳統儒學的主題轉換和學理更新。在這一歷史進

程中，王安石立足儒學，融合儒道，創立了形上的道德論、人生性命論及修養論，在整體上

推動了儒學的復興與發展。王安石所建構的學術不僅有其自身的理論特色，而且密切關注現

實，具有實踐功能，並多方面觸及理學的主題，對宋代理學的產生重要的影響25。徐洪興則

進一步著眼於理學發生的深遠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以及中印思想文化的衝突與融和，認為從

中唐至北宋中期學術發展的歷史取向來看，王安石對傳統訓詁之學的否定、對佛道的汲取、

對孟子的推崇、道德性命的提倡、以及理想人格的追求、對性命、情欲、義利的探究看，王

安石新學應該屬於理學思潮的產物26。

蕭永明分別從新學與理學在學術黨爭的分梳、人性論建構、經學思想差異等方面，對荊公新

學與理學的關聯作了探討。他首先認為北宋新學理學的政見之爭與圍繞新法存廢而進行的新

舊黨爭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許多新學與理學學者也分別成為新黨與舊党中的成員或與之

相應地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新學與理學的對立，基本上是學術理論之爭，與新舊黨

爭，既不能截然分開，又不能混為一談27。在整合先秦以來儒家人性學說並吸收佛道之學理

論思維進行人性論建構方面。荊公新學與理學學者的理論建構路徑各具特點，由此在人性論

方面表現出巨大的差異28。新學與理學學者雖然都強調通過對儒家經典的訓解與研究，來體

會聖賢深意。但他們對諸經的重視程度和研習次序互有差異，新學學者強調由用及體而理學

學者則強調由體達用29。

盧連章分析了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蘇軾蜀學之間的差異。二程洛學與王安石新學都希望

變法改革，但在具體方法上出現了分歧。王安石主張「興利」、「理財」、「通變」，實現

富國強兵；二程則主張「尚德」認為應該行仁政、重禮義、重教化。二程洛學與蘇軾蜀學雖

然都反對新法，但是他們在性情論方面也存在分歧30。

關於荊公新學與佛教、道家、道教的關係也引起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張煜認為，王安石與

佛教的關係，大體可以分作兩個時期來談。變法時期，他積極地從佛教中吸取精華來充實他

的學術體系，強調體用合一的義利觀和善惡不定的人性論上；晚年罷相退居金陵時期，他以

佛教作為自己心靈的撫慰，在詩歌創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前一個時期，佛教被間接地用來

為他的經世致用之學服務。後一個時期，佛教又成了他出世解脫的一種途徑31。

魏福明指出，王安石在天道觀上，繼承了老子天道自然無為的思想，但把老子道生萬物的宇

宙生成論思維模式發展成為宇宙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在天人關係上，繼承了老子的合理思

想，主張人應效法天道的自然無為，反對統治者的任意妄為，同時也對老子消極無為的觀點

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在辨證思維領域，繼承了老子天道運行不已的觀念，並用耦、對概念來

概括事物的對立統一關係，從而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對辯證法的認識32。

劉固盛認為，王安石學派王安石、王雱、呂惠卿等人都注解過老子，對老莊都頗有研究，解

老是他們的共同特徵。王安石學派援儒入老，將儒學政治道德學說與老子之道德論結合在一

起。此種結合不僅反映了王安石學派力圖援引老子思想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宗旨，而且充分反

映了宋代以後儒道合流這種思想發展的歷史必然趨勢33。

尹志華指出，王安石的《老子注》頗具理論特色。王安石以「窮理」解「為學」，以「盡

性」解「為道」，從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釋《老子》的時代潮流。王安石主張有無並重，



並對無為與有為作了辯證的理解，從而超越了魏晉玄學「貴無」、「崇有」之爭以及道家純

任「自然無為」的弊端。其關於先王有尚賢之跡而無尚賢之心的說法，則試圖調和儒、道兩

家在「尚賢」問題上的不同主張。王安石還提出「聖人無我」的說法，意圖約束帝王的個人

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闡述「天地不仁」、「聖人不仁」時，提出了「與時推移，與物運

轉」的思想，從而為變法主張作了理論鋪墊34。

此外，徐文明也通過王安石的詩文著述、他人轉述等材料，以王安石的一生經歷為主要線

索，結合其思想演變、宦海浮沉，對他對佛教從疑到信的轉變及其自少年時代以來與佛教的

關聯方面做了較多闡述35。

三

綜上所述， 學術界目前的荊公新學研究已經涉及到荊公新學的方方面面，既有側重對心、

性、理、氣等的形而上的分析與理解，有側重在思想觀念的歷史場景中，結合歷史、社會與

現實的政治來把握、分析探討新學的發展演變的，也有結合新學與理學、蜀學、與其他學派

的比較分析、以及新學與佛道的思想關聯來深入探討荊公新學的內涵、特質及其思想定位

的。在方法上也出現了新的特點，與傳統的歷史分析、比較方法相比，學者們多注意結合歷

史、社會、政治、思想與文化等多種方法來展開探討，研究領域、視野、整體觀念無疑大大

的開拓了。

但還有很多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化或澄清，如荊公新學概念的緣起與流變、新學與王學的

關係、新學的思想淵源、哲學邏輯結構的建構方式、新學與變法的關係，以及荊公新學與佛

道、理學、蜀學等流派之間的交融互動，特別是荊公新學流派的研究與對於王安石作為宋代

由內聖轉向外王的關鍵人物的探討在學術界目前還是薄弱環節，都是有待深入探討的課題。

相信隨著這些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在已有前人研究成果之基礎上，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

下，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將會得以展開，也將會帶來更加引人注目的成果，人們對荊公新

學、宋代學術思想史必然有著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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